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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差异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珂涵　孙　涛

摘要: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平等有长期影响.通过使用CGSS２０１５数据,运
用回归分析法并辅以工具变量,重点探讨母亲职业地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发现母亲职

业地位正向影响子女教育获得而且性别差异缩小,这种影响独立于家庭中父亲职业地位.重新对样本进

行筛选并变换子代教育水平测度方式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母亲职业地位对教育性别

差异的改善仅存在于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等级较高的家庭组别,在较低的家庭组别未见显著性影响.家

庭背景中母亲职业发展因素对教育再生产以及女性教育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提升

有利于子代教育优势累积以及减轻子代教育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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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外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于雅各布斯２０多年前在关于

教育性别不平等研究中所指出的“通常而言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对女性不利”① ,现如今,教育领域性别

差异缩小,女性教育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愈发显现,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进程实现了历

史性跨越.已有研究指出,２０世纪末以来,在美国② 、大部分欧洲国家③ 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④ 中,女
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中国教育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与国际社会基本一致⑤ :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并呈持续下降的趋势⑥ ;我国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２０１０年我国６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８４年,与１０年

前相比提高了１３年,并且这１０年间女性和男性受教育年限差异缩小了０２年⑦ ;此外,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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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发布的２０１９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女性在我国高等教育在校

生中的比例超过５０％①.
作为性别不平等的核心问题,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向来为经济社会学者特别是从事社会分层和

性别研究的学者所重视.这些学者主要从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家庭层面两个视角解释教育性别平等

化的趋势,其中,宏观层面侧重于从国家社会环境、制度政策或结构性因素来分析,认为再分配时期的

性别平权举措②、教育扩招政策所改变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机会结构③以及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父母

性别偏好展示机会④均是教育性别平等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诚然,上述宏观制度、政策和结构性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教育性别差距缩小以至女性教育

优势的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微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糅合进

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家庭在教育资源供给维度中的权重走高⑤.这意味着在决定个人教育获得的

各类影响因素中,家庭因素愈加重要.基于这种趋势,社会学者、性别研究学者等开始重视从微观家

庭层面审视教育获得及其性别差异,并重点考察家庭结构⑥⑦及家庭背景⑧对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影

响.这些研究从多视角剖析当前教育性别差异的消弭以及女性教育优势的显现,但仍然未能全面地

从家庭微观的角度抓取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缺乏对母亲职业地位这一重要

家庭特征变量在其中所发挥作用的探讨.长期以来,母亲职业地位在教育获得或社会分层研究中的

“缺位”有其原因.一方面,传统婚姻通常讲求“门当户对”,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家庭中父母双方的

经济社会地位较为相近,因而已有研究通常使用父亲的个人地位代表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来探讨其对

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而忽视母亲地位的特异性⑨.另一方面,在教育获得或社会分层研究的早期,
女性通常扮演单一的家务劳动角色,鲜有女性承担社会经济角色,因此,既有研究通常假定职业母亲

的社会经济差异不如父亲的社会经济差异重要.
如今,女性的社会和经济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男女两性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一直在趋同.

在专业技术人员这类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领域,女性劳动者占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变得越

来越高.从图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从事较高技能的职业,其中,单位负责

人、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及设备操作人员中女性占比分别由２００８年的０４％、

２７％、５７％、１３７％及１１８％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８３％、１１％、３２７％及１４８％;另一方面,在这十年

间从事低技能职业的女性占比缩减了一半,由６５３％减少为３１８％.与此同时,转型社会中教育竞争的

加剧推动着教育职责向家庭延伸,加之育儿理念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使得母亲在家庭中作为子

女“核心养育者”的身份进一步固化,子代的教育获得情况更多地取决于母亲的偏好和行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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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１９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统计监测报告,２０１９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占全部研究生

的比重达到５０６％,与２０１０年相比提高２．７个百分点;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为５１７％和５８７％,比

２０１０年提高０９和５６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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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全国女性职业发展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

因此,在分析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时,我们亦应重视母亲职业地位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教育再

生产及性别差异,而这正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那么,母亲职业地位如何影响子代教育获得

及性别差异? 根据已有研究,母亲职业地位将通过以下机制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作用机理如图２所

示):其一是基于家庭议价理论的“赋权机制”.已有研究表明,与父亲不同,母亲更倾向于将家庭资源

配置在子代教育及健康等人力资本相关的支出上,特别是在家庭资源相对稀缺时尤为明显①.根据

家庭议价理论,个人职业地位的提高将增加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议价权②.这意味着母亲职业地位的

提高将使家庭资源配置的结果更接近母亲的偏好.因此,母亲职业地位提高的“赋权机制”意味着母

亲职业地位的提高使家庭教育决策结果更会接近母亲的偏好,即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其二是由

“工作 家庭边界理论”衍生的两种相互抵消的机制,即对子女教育获得有消极影响的“压力机制”以及

对子女教育获得有积极影响的“资源机制”.一方面,育儿时间减少、育儿质量降低是母亲职业地位提

高的“压力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母职惩罚”.具体而言,相较于职业地位较低的女性,职业地位较

高的女性通常面临更高的工作要求、更多的责任、更复杂的工作任务以及更长的工作时间投入,因而

更容易面临工作 家庭冲突③.由于时间有限,职业地位更高的母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可能会更

少,从而导致更糟糕的孩子教育结果④;再者,母亲工作 家庭需求之间的冲突感知显著影响其婚姻及

生活满意度,从而对其教养行为及实践产生负面影响⑤.另一方面,母亲职业地位提高的“资源机制”
指的是母亲职业地位提高所增加社会经济资源、社会情感技能利于提高子代养育质量.Buehler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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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职母亲比非在职母亲有更高的养育质量,全职妈妈比兼职妈妈有更高的育儿质量.① 再

者,尽管母亲职业地位的改善可能使其面临更为严峻的工作 家庭冲突,但工作 家庭冲突程度的加剧

并未减少其对子女照料的精力投入.相较于非在职母亲,在职母亲其倾向于通过压缩个人闲暇及睡

眠时间、牺牲个人兴趣的方式来“保护”利于子女发展的育儿时间投入②.

图２　母亲职业地位影响子女受教育年限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此外,关于母亲职业地位提高对子女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影响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解释(作用机理

如图３所示):一是子女个人层面的“性别观念代际传递机制”,强调家庭作为子女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
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及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已有研究表明,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程

度随着个体职业地位的提高而提高④.并且在家庭维度,性别角色观念随着家庭演进具有代际间的

传递性,子代的观念往往受到父辈尤其是其母亲的观念的影响与传递⑤.根据性别角色分化及自我

社会化理论,儿童社会化是为了使其行为表现与自身性别角色观念相一致⑥.这意味着性别角色观

念对子代幼年期的自我社会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研究指出,相较于性别角色观念更为现代

化的女孩,持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女孩在学业上付出更少的努力,学业表现更差⑦.而且长期来

看,母亲的职业发展对女性子代职业发展有显著的积极影响⑧.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地位越高的母

亲,其女性子代性别角色观念通常更为现代化,性别角色观念将通过影响子代自我效能进一步作用于

其学业以至职业发展.二是家庭层面的“教育投资偏好机制”.Thomas指出,出于对年老后子女回报

的角度考虑,相较于父亲,母亲更倾向于对女性进行教育投资⑨.类似的,Jensen基于印度北部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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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研究发现,向年轻女性提供就业相关的服务可以促进对女孩教育的投资①.Kaul基于实行母

系制的梅加拉亚邦的研究表明,若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男性子代教育投资反而处于劣

势地位,这表明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子代教育获得性别差异也会随之改变②.从这个角度来

看,职业地位越高的母亲,其家庭议价能力越强,家庭教育决策结果将更接近母亲的教育投资偏好.

图３　母亲职业地位影响子女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由以上研究可知,鲜有文献直接探讨子代教育获得对母亲职业发展的影响,而且在母亲职业地位

如何影响子代教育获得方面存在着相互抵消的机制,这些效应在不同的家庭间存在很强的异质性.
再者,上述理论观点主要是基于当代西方发达社会总结提炼的上述分析,是否适合当代我国社会现实

尚需检验.鉴于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１５)数据③,重点探讨母亲职业地

位对子女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同时,我们以母亲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为基础,使用和受访者的

母亲处于同一出生队列、同一职业类型、同一政治面貌及同一受教育水平的其他母亲职业地位作为受

访者母亲职业地位的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关键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此外,为全面审视母

亲职业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按照父辈家庭等级及文化程度分组进行

分样本回归以考察母亲职业地位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相较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母亲职业地位的

视角拓展了国内关于教育性别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关于子代教育或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主
要以父亲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来表征家庭背景,鲜有研究将母亲职业地位因素纳入进行分析.相对于

已有研究中母亲职业地位的“缺位”,本文肯定了家庭背景中母亲职业发展因素对中国的教育再生产

以及女性教育优势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本文为母亲职业地位变量寻找了工

具变量,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内生性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这一工具变量的选取思路对于解决其他

类似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１５).首先选取已经毕业的受访

者作为主要研究样本,并进一步基于受访者是否受到全日制教育(脱产)对样本进行精简,剔除其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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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ensenR．,“DoLaborMarketOpportunitiesAffectYoungWomensWorkandFamilyDecisions? ExperimentalEvidence
fromIndi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２０１２,１２７(２),pp．７５３７９２．
KaulT．,“IntraＧhouseholdAllocationofEducationalExpenses:GenderDiscriminationandInvestingintheFuture”,World
Development,２０１８,１０４．pp．３３６３４３．
目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最新可获得的数据为CGSS２０１７和CGSS２０１８,文章未使用两者主要是为了规避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面

二孩政策实施等冲击性因素的影响.CGSS２０１５恰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完成实地调查工作,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最近数

据,以其作为数据来源,可以尽可能减少政策冲击的干扰.



受非正规、非脱产教育的个体以及在最高教育水平选项中选择“其他”的个体.其次,剔除了１４岁时

单亲或者父母双亡的个体样本.再次,剔除自出生日起有县市级以上跨区域搬迁记录的样本.最后

共获得了２６４７份有效样本.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子代受教育水平.使用受访者受教育年限来进行代理,具体来说基于CGSS中

受访者教育经历数据加以赋值,量化标准如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为０年;私塾(扫盲班)及小学为６
年;初中为９年;高中(包括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中专及技校为１２年;大学专科为１５年;大学本科

为１６年;研究生及以上为１９年.

２．核心解释变量———母亲职业地位.参考 Ganzeboom 等①以及 Raitano和 Vona的研究成果②,
本文使用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SocioeconomicIndex,简称ISEI)测度职业地

位.具体而言,Ganzeboom 等人依据１９８８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８８),通过计算各个职业群体的

社会经济特征(即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加权和来构建形成了国际通用的ISEI指数.该指数弥

补了基于美国社会建构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的不足而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应用③④.在

CGSS２０１５中,使用ISCO８８代码来表示受访者１４岁时母亲职业信息,我们通过标准化程序将之转换

为ISEI值,以此来代理母亲职业地位.从测量结果来看,ISEI是取值在１６ ８８的连续型变量,其取值

的大小决定了母亲职业地位的高低⑤.

３．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本项研究主要控制受访者家庭特征、子女个人特征以及出生队列的

异质性影响,此外通过控制省份虚拟变量,以便控制地区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在家庭特征维度,选择如下６个变量:(１)父辈社会阶层.参考阳义南、连玉君的研究,本文使用

受访者受教育期间的家庭等级作为代理.具体而言,在 CGSS２０１５中,受访者需要就一份１０点量表

对其１４岁时家庭所处的社会等级进行主观评价,从１到１０表示主观评价的社会等级从低到高,基于

此,本文使用标准程序将数据转化为５点量表表示的形式,以此来作为父辈社会阶层的数据.(２)父
亲受教育水平.使用与子代受教育水平相同的标准赋值.(３)母亲受教育水平.使用与子代受教育

水平相同的标准赋值.(４)父亲职业地位.采取同解释变量相同的方式赋值.(５)父亲政治身份.如

果父亲为党员则赋值为１,如果为非党员则赋值为０.(６)同胞变量.CGSS２０１５中未统计受访者所有

同胞数量,使用所有未分家的家庭成员中同辈人数量加总作为代理.
在子女个人特征维度,选择如下３个变量:(１)性别.男性赋值为１,女性赋值为０.(２)户籍.将

非农业户口赋值为１,农业户口赋值为０.因为CGSS中未登记受访者在本文关注时间点(１４岁)时的

户籍信息,本文根据受访者出生时的户籍身份进行赋值.(３)民族.汉族身份赋值为１,少数民族身份

赋值为０.
此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及教育教学政策都随时间发生着巨大变化,因而不

同年代出生的个体其教育经历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为控制这一影响,以１０年为间隔对个体出生队列

进行控制,即控制出生队列虚拟变量,其中１９６０年之前出生的都算作一档,１９９１ １９９７年(其中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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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zeboom H．B．G．,DeGraafP．M．,TreimanD．J．,“AStandardInternationalSocioＧEconomicIndexofOccupationalStaＧ
tus”,SocialScienceResearch,１９９２,２１(１),pp．１５６．
RaitanoM．,VonaF．,“MeasuringtheLinkbetweenIntergenerationalOccupationalMobilityandEarnings:Evidencefrom
EightEuropeanCountries”,JournalofEconomicInequality,２０１５,１３(１),pp．８３１０２．
ChenJ．,ChenQ．,“SocioeconomicStatusesacrossGenerationsandCoresidenceinChina”,JournalofChineseSociology,

２０１６,２４(３),pp．１２１．
方长春、风笑天:«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基于 CGSS７０个年龄组数据的历史考察»,«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借鉴靳永爱等关于家庭经济地位与生育行为的研究思路,在研究母亲职业地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时,虽然以受访者

１４岁时母亲的职业地位衡量受访者母亲职业地位时或有偏差,但在缺乏事件史数据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反映出女性在社会

上的职业地位.参见靳永爱、钱岳、陈卫:«家庭经济地位与生育行为:宏观环境的调节效应»,«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年为调查中受访者最晚出生年份)出生的算作一档.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１中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１可以看出,样本总体中有５７％的个体为男性,３５％
的个体拥有非农户籍,１９８０年之前出生的子代占比高达７５％.子代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１０３３年,
这说明样本中受访子代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较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主要可归因于本文使用的样本

中较早出生的人口队列占比较多.此外,受访子女其父母双方的平均职业地位指数分别约为２６和

２１.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５２,母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３７.这表明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普遍偏低,约为小学文化程度.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２６４７)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子代受教育水平 １０．３３ ２．９９０ ６ １９
性别 ０．５７０ ０．５００ ０ １

母亲职业地位 ２１．４４ １２．４６ １６ ８８
户籍 ０．３５０ ０．４８０ ０ １
民族 ０．９３０ ０．２６０ ０ １

父亲受教育水平 ５．１５０ ４．４３０ ０ １９
母亲受教育水平 ３．６５０ ４．２７０ ０ １９
父亲职业地位 ２５．５９ １７．１３ １６ ９
父亲政治身份 ０．１３０ ０．３４０ ０ １

同胞 ０．１００ ０．３４０ ０ ４
父辈社会阶层 １．９１０ ０．８９０ １ ５

　　注: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子代出生队列的描述性数据.

(四)实证模型设定

基于文献梳理与理论推演,构建如下计量模型以考察论文的研究主题:
c_edulevelijp ＝β０＋β１boyijp ＋β２m_iseiijp ＋β３m_iseiijp∗boyijp ＋β４Xijp ＋θp ＋εijp (１)

其中,下标i、j、p 分别表示受访个人、家庭和省.c_edulevelijp 表示受访者i 的受教育水平,以其受教

育年限表示.boyijp 用以表示受访者i 的性别.系数β１ 表征男性子代相对女性子代的受教育年限差

异.m_iseiijp 代表p 省j 家庭受访者i母亲的职业地位,m_iseiijp∗boyijp 是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性

别的交互项,系数β３ 衡量了母亲职业地位的调节效应,其大小表明了母亲职业地位的调节作用大小,
其正负表明了母亲职业地位是加剧还是缩小了子代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Xijp 代表了本文所列示

的控制变量.θp 为省份固定效应.εijp 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计量模型(１)的回归结果,表中第(１)列、第(２)列和第(３)列的结果中控制了个子女个人

特征及出生队列,第(４)列中加入了家庭特征维度的控制变量,第(５)列中进一步加入了省份控制变量.
从第(３)列开始,加入了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性别的交互效应.通过逐步增加变量,可以更稳健地检验母

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以及子女教育获得性别差异是否受到母亲职业地位的影响.
表２中第(１)列的结果表明,子女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与女性相比,男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延长０４１年.
表中第(２)列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 母亲职业地位,结果显示,子女受教育水平在１％水平上显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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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于母亲职业地位.这一结论同 Kalmijn的研究相一致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母亲职业地位的提

高,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议价权逐渐增强,更能够影响家庭资源的分配;此外,相较于父亲,母亲更倾向于将

家庭资源配置于子女教育方面,因而母亲职业地位的提高通过影响家庭资源配置进而增加了子代的受教

育水平.为更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我们在第(５)列中加入了剩余的控制变量,结果再次验证了以上结

论,据此得出了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的结论,即母亲职业地位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
针对本文关注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即母亲职业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

考察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受教育水平与性别之间关系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来进行.基于这一思路,在回

归结果(３)中,加入了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性别的交互项,并在第(４)和第(５)列回归结果中逐步加入

家庭特征维度的控制变量和省份虚拟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受教育水平

和性别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为负.以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第(５)列结果为对象展开分析,即控制

住其他所有变量,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高于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然

而家庭中母亲的职业地位显著地负向调节了这一差异,即母亲职业地位越高,家庭中男性子代和女性

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呈现出更平等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家庭中母亲职业地位较高,那么母亲在

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等家庭行为决策方面的议价能力较强,相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果将更接近母亲

的偏好,即增加对子代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得家庭中男性子代相对女性子代的教育获得优势

较小,甚至可能出现女性教育优势的情况.本文的这一结论也再次印证了Zhang等人所强调的:在家

庭内部资源分配中,母亲对女性子代受教育的影响显著大于对男性子代的影响②.据此得出了本文

关注的第二个关键问题的结果,即母亲职业地位能够显著地负向调节子代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表２ 母亲职业地位与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性别 ０．４０７７∗∗∗

(０．０８３８)
０．５２４８∗∗∗

(０．０９２４)
１．１７０１∗∗∗

(０．１８５４)
１．１９７０∗∗∗

(０．１８５７)
１．１５１４∗∗∗

(０．１８５７)

母亲职业地位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６８)

母亲职业地位∗ 性别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７４)

个体特征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特征变量 NO NO NO YES YES

出生队列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控制 NO NO NO NO YES

常数项 ７．０８１４∗∗∗

(０．２０３７)
６．２４９８∗∗∗

(０．２３６６)
５．８９８６∗∗∗

(０．２５５５)
５．６７２７∗∗∗

(０．２７３７)
５．９２１４∗∗∗

(０．４１４８)

观测值 ３７７７ ２８７８ ２８７８ ２６４７ ２６４７

R２ ０．３０９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３ ０．３８１ ０．３９５

　　注:(１)∗∗∗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意义上显著;(２)上表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图４给出了按照性别进行分组的母亲职业地位与子代受教育水平关系的散点图以及拟合图,直
观刻画了母亲职业地位与子代教育获得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女性子代对

母亲职业地位的回归线斜率大于男性子代对母亲职业地位回归线的斜率,即母亲职业地位变动对女

性子代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大于对男性子代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母亲职业地位较低时,随着母亲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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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mijnM．,“MothersOccupationalStatusandChildrensSchooling”,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１９９４,５９(２),pp．２５７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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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增加,男性子代相对女性子代的教育获得优势逐渐减弱;而当母亲职业地位较高时,随着母亲

职业地位的增加,女性子代相对男性子代的教育获得差距逐渐被弥平,甚至出现女高男低的情况.

图４　按性别划分的母亲职业地位与子代受教育年限的散点图和回归图

(二)稳健性检验

在以上实证分析中,得出了两个关键结论,即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及母亲职业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为进一步验证这两个结论的

稳健性,我们首先通过重新筛选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共进行两组样本筛选和计量分析,具体如下: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CGSS２０１５,其中的数据为受访者基于记忆进行的自我报告,而受访者的年龄

跨度较大,这导致一些大龄的受访者可能存在记忆偏差,实证结果可能因此出现偏差.尤其是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母亲职业地位”,源自受访者报告的自己１４岁时母亲的职业状况,时间跨度过长的话会对这

一数据的可信性产生影响.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从样本总体中剔除了年龄大于６５岁的样本进行稳健性

检验.表３的第(１)列展示了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母亲职业地位的提高

显著延长了子代受教育年限,且对子代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缩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二组样本筛选的稳健性检验为基于受访者是否在１９７９年我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获得高等教

育机会这一条件,因为１９７９年开始,我国公民在教育领域获得了更有效的平等,我们参考张兆曙和陈

奇的研究①,排除掉１９７９年之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样本,即使用受访者出生年份在１９６３年之后的

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表３中第(２)列给出了计量结果,这一结果同之前的分析基本一致.
最后,使用 Oprobit模型对受教育水平及其性别差异与母亲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

验,此时对受教育水平进行重新赋值,基于未受教育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将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在１ ６
的整数中顺序赋值.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３中结果(３)所示.回归结果再次表明我们之前所

得出的两个结论是稳健的.

表３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性别 １．１４５３∗∗∗

(０．１９４９)
１．２２３３∗∗∗

(０．２２５８)
０．５５４７∗∗∗

(０．０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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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兆曙、陈奇:«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０８)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

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续表３

(１) (２) (３)

母亲职业地位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３０)

母亲职业地位∗ 性别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３４)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６．３３２５∗∗∗

(０．５４０６)
８．３０８２∗∗∗

(０．５４５６)

观测值 ２３７２ １７５８ ２６４７

R２ ０．３８３ ０．４０３ ０．１７２

　　注:①∗∗∗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意义上显著;②上表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③Oprobit模型的回归系数并非边际效应,只对其符号进行分析;④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 Oprobit模型截断点的估计结果.

(三)工具变量估计及分析

尽管本文通过控制子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省份虚拟变量及出生队列变量以尽可能地捕捉异质

性影响,但模型仍可能由于存在无法观测的遗漏因素而无法很好地识别得到因果效应.比如,上述模

型设定仍可能存在如与母亲职业地位相关的性别平等观念①等其余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同时影响母

亲职业地位及子女教育获得,这导致我们难以直接获得母亲职业地位对子代受教育水平及性别差异

的因果影响.为此,本文以母亲人口统计学特征为依据,构造母亲职业地位的工具变量尝试以工具变

量法加以解决.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和受访者母亲处于同一出生队列、同一就业情况②、同一政治面貌、同一受教

育水平的其他母亲职业地位作为受访者母亲职业地位的工具变量.出生队列以１９３０年开始,到１９６０
年间,每１０年为间隔分段,１９３０年之前出生和１９６１ １９８４年内出生两种情况单独分段.之所以将出

生队列作为分组特征之一,主要因为同一出生队列的母亲更有可能经历相似的国家政策变化和社会

经济变迁.此外,过去在许多情况下,党员身份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前景③.因此,基于同一出生队列、
同一职业类型、同一政治面貌、同一受教育水平等选取的其他母亲的职业地位的平均水平越高,受访

者母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即工具变量其他母亲的职业地位与原核心变量母亲职业地位高度相关,符
合工具变量法中的相关性原则.此外,由于工具变量的构建是基于与受访者母亲具备相同人口统计

学特征的其他母亲的职业地位,这与受访者的教育经历等情况在逻辑上无任何相关性,故工具变量具

备足够的外生性.基于以上分析,认为相同出生队列、就业情况、受教育水平以及政治面貌的其他母

亲的职业地位是原核心解释变量母亲职业地位的有效工具变量.
鉴于此,本文采用２SLS估计方法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使用了工具变量有序Probit(IV Oprobit)

模型,结果展示在表４中.其中,结果(２)和结果(４)均对省份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以增强结果的稳

健性.首先使用上述两种工具变量估计模型中的第一阶段回归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检验方法参照

连玉君等④,即主要检验工具变量同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具体到本研究中,将母亲职业地位这一

内生解释变量及其与性别的交互项,同所有外生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限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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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吴愈晓:«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关于受访者母亲的就业信息,CGSS设计了以下问题,即“您１４岁时母亲的就业状况”选项分别设定为“受雇于他人(有固

定雇主)”“零工”“散工(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在自己家的生意或企业中工作/帮忙”“领工资”“自由职业者”及“个体工

商户”等.

YaoY．,YouW．,“Womens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GenderGapsofEducationinChina:１９５０１９９０”,WorldDevelopＧ
ment,２０１８,１０６,pp．２２０２３７．
连玉君、黎文素、黄必红:«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幅,备索)表明,本文的工具变量对内生解释变量母亲职业地位的影响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且模型

中一阶段F检验统计量均大于１０,故本文用同一出生队列、同一就业情况、同一受教育水平以及同一

政治面貌的其他母亲的职业地位做工具变量是合适的,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选择问题.从表４中所

给出的两类估计模型的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母亲职业地位在１％水平上显著负向调节了子代受教育

水平的性别差异,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表４ 使用工具变量的二阶段回归结果

２SLS IVＧOprobit

(１) (２) (３) (４)

性别 １．３９７２∗∗∗

(０．２１９０)
１．３５７０∗∗∗

(０．２１９６)
０．６３２６∗∗∗

(０．１０５８)
０．６３５９∗∗∗

(０．１０７５)

其他母亲职业地位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５０)

其他母亲职业地位∗ 性别
１．２９６０∗∗∗

(０．３６６０)
１．２１２３∗∗∗

(０．３５３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控制 NO YES NO YES

观测值 ２５７９ ２５７９ ２５７９ ２５７９

Pseudo ０．３６８ ０．３８１ ０．１６０ ０．６６１

　　注:①∗∗∗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意义上显著;②上表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③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 Oprobit模型的截断点的估计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强调传统性别角色观念①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②对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重要影响.
比如,如果家庭拥有较为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那么在家庭文化氛围方面,女性子代往往被认为是处

于附属的地位,因而可能被分配到较少的教育资源.又如家庭阶层地位往往会影响子代受教育水平

的性别差异,家庭阶层地位越低,受父辈偏好影响的子代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水平越高.那么,母
亲职业地位对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影响会随着家庭性别角色观念及家庭阶层地位的异质性而变化

吗? 为全面把握母亲职业地位对子代受教育水平性别差异的影响,本部分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根据

家庭所处不同社会等级以及父辈不同文化程度③考察母亲职业地位对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影响,估
计结果分别对应表５第(１)和第(２)列结果.

(一)据父辈家庭等级进行分组

表５第(１)列是依据父辈家庭等级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CGSS２０１５存在题项“受访者１４岁时家

庭所处等级”,从１到１０表示主观评价的社会等级从低到高.结合 CGSS２０１５,本部分具体分组方式

如下:根据样本中受访者１４岁时家庭所处等级的均值将父辈家庭等级分为高低两组,如果受访家庭

的父辈家庭等级取值大于(或等于)均值,我们称受访者父辈所处家庭等级较高;反之则界定为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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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社会»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李珂涵、逯苗苗、孙涛:«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东岳论丛»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根据CGSS２０１５,笔者将问卷中测度个人性别平等态度的五个指标分别与受访者受教育水平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一

致表明,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性别平等程度越高.因此,有理由认为,受访者父辈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群体,其性别平

等观念更为现代化.考虑到CGSS２０１５并未直接提供反映受访者父母性别角色观念的指标,这里笔者以受访者父辈文化

程度来测度其父辈性别角色观念.



父辈家庭所处等级较低.结果表明,母亲职业地位提高对子代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缩小的积极影响仅

体现在家庭所处等级较高的组别,而在家庭所处等级较低的组别则未见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

当家庭等级较低时,其经济社会资源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在教育维度也是如此,资源的相对稀缺必然

导致不同性别子代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化分配,这时父母的性别偏好将起到重要作用①,女性教育机

会更有可能被剥夺,因此母亲职业地位的提升将难以缩减教育获得性别差异.
(二)依据父辈不同文化程度分组

表５第(２)列是依据父辈不同文化程度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具体分组方式如下:以父母双方最高

受教育水平测度父辈文化程度,并根据样本中父辈文化程度的均值将父辈文化程度分为高低两组,如
果受访家庭的父辈文化程度取值大于(或等于)均值,我们称受访者父辈文化程度较高;反之则界定为

受访者父辈文化程度较低.结果表明:母亲职业地位的提高显著缩小了父辈文化程度较高家庭的子

代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但如果家庭中父辈文化程度较低,那么母亲职业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性别差

异的影响则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父辈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家庭性别角色观念较为现代,
将对子代赋予更为性别平等的教育期待,因此母亲职业地位的提高,可能会促使家庭在教育资源分配

时向女性子代偏移,有助于此情景中的女性子代有更好的学业表现进而摆脱教育“劣势”地位.但在

父辈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群体中,家庭性别角色观念较为传统,顽固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更有可能持

续存在而潜移默化地降低对女孩的教育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职业地位的提升将对子代教育

获得性别差异无显著性影响.

表５ 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异质性分析

(１) (２)

父辈家庭等级 父辈文化程度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性别 １．２４５３∗∗∗

(０．２９０８)
１．０９２５∗∗∗

(０．２７１６)
１．０６９６∗∗∗

(０．２２４８)
０．４５２９
(０．５９９７)

母亲职业地位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２４８)

母亲职业地位∗ 性别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３３９)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１０５７ １５９０ １７７１ ８７６

R２ ０．４２９ ０．３１８ ０．３６６ ０．１７４

　　注:①∗∗∗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意义上显著;②上表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讨论

在教育获得或社会分层研究的早期,女性通常扮演单一的家庭主妇角色,少有女性承担社会经济角

色,因而早期从家庭维度考察子代教育获得的研究,往往假定母亲的社会经济差异不如父亲的社会经济

差异重要,进而忽视母亲个体的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比如,在需要较高技能的职业中,女性参与率变得越来越大,在涉及专业技术的工作等方面,女性参与

度也逐渐追平男性.当前中国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取得了相当进展,在此背景下,从家庭维度考察母亲职

业发展如何影响相应子代的教育发展、女性职业发展对子代教育性别差异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母亲职业

发展如何通过家庭维度的通道影响中国的教育发展,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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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使用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并辅以工具变量,重点探

讨母亲职业地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母亲职业地位提高促进了子

代教育获得;第二,母亲职业地位的提高抑制了男性和女性子代教育水平间的性别差异;第三,母亲职

业地位对教育性别差异的改善仅存在于父母文化程度较高以及父辈家庭等级较高的家庭组别,而在

相应因素较低的家庭组别未见显著性影响.本文的研究肯定了母亲职业发展在对我国青少年教育水

平提高与教育差异均衡化方面的贡献,即母亲职业发展在家庭维度对子代教育发展及性别差异产生

良性影响,这进一步印证了提升妇女经济社会地位、提高妇女的家庭议价能力对于子代人力资本优势

累积及改善教育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意义.
教育的性别平等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聚焦的关键话题,消除教育维度的性别差异

是共同富裕时代主题下的必然要求.从现状来看,我国教育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已经得到了缓解,表现之

一即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女性占比显著提高,然而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落实仍不能够松

懈.从研究结论来看,家庭中母亲职业地位的发展对子女总体的教育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作用,对子代

教育发展性别差异存在有效的抑制,因而促进女性职业发展的政策恰恰与促进青少年教育发展的政策相

得益彰.公共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这一变量纳入考虑,在教育、职业发展领域不断强化平等信念,在政策细

节上切实体现一视同仁的政策魄力,注重女性职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情况,并制定针对性措施,通过女性

职业发展维度的政策改善,为教育维度促进公平政策的实施提供助推力,即多维度、溯根源、全方位地制

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实现全社会的性别平等,为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构建根基.

MothersOccupationalStatus,ChildrensEducationalAttainmentandGenderDifferences
—AnEmpiricalStudyBasedontheDataofthe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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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enterforEconomicResearch,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WomenslabormarketstatushaslongＧlastingimpactsonchildrenseducationalattainment
andgenderequality．Basedonthedataofthe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in２０１５,thispaperfocuＧ
sesontheimpactofmothersprofessionalstatusontheirchildrenseducationalattainmentandgenＧ
derDifferences．Inordertoavoidtheestimationbiascausedbyendogeneity,instrumentalvariable
methodisusedintheidentificationstrategy．Theresultsshowthat:theimprovementofmothers
occupationalstatus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childrenseducationalattainmentandthereＧ
ductionofgenderdifferences,andthisimpactisindependentoftheimpactoffathersoccupational
statusinthefamily．AfterreＧscreeningthesamplesandchangingthewayofmeasuringchildrens
educationlevel,theestimationresultsarestillrobust．HeterogeneityanalysisfoundthattheimＧ
provementofmothersoccupationalstatusongenderequalityineducationonlyexistedinthefamily
groupwithhighereducationlevelofparentsandhigherfamilylevelofparents,buthadnosignifiＧ
canteffectinlowerfamilygroup．Motherscareerdevelopmentfactorsinfamilybackgroundareof
greatsignificancetoChinaseducationalreproductionandwomenseducationaladvantages．TheimＧ
provementofwomenslabormarketstatusisconducivetotheaccumulationoftheirchildrenseduＧ
cationaladvantagesandthereductionofgenderinequalityinchildrenseducation．
Keywords:Mothersoccupationalstatus;Familybargainingpower;ChildrenseducationalattainＧ
ment;Gender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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